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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户生计研究为微观尺度管窥西北干旱地区复杂人地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基于社会-

生态系统理论和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选取石羊河流域样带为实地调查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模

型、生态足迹和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刻画生态治理下农户生计转型路径，评估转型结

果（社会-生态效应），探究转型机理。研究结论显示：① 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转型存在2条路

径：Ⅰ型生计转型路径和Ⅱ型生计转型路径，前者主要是由传统农业主导型生计发散向传统非

农型、新型农业型和非农主导型生计，后者主要是从传统非农型生计转向非农主导型生计；②
生计转型增加了农户经济收入，降低了生态足迹，却促使流域社会结构趋于不稳定；③ 地理区

位、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认知能力是影响农户Ⅰ型生计转型的主要因素，人力资

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认知能力是影响农户Ⅱ型生计转型的主要因素；④ 地理环境和政策

变迁是农户生计转型的前提与起因，并从宏观尺度影响生计转型过程，而理性选择则成为农户

生计转型的微观动因。生计转型结果（社会-生态效应）为政策制定者和农户提供反馈，并影响

农户后续生计选择和区域发展的管理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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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西北干旱区长期以来受内陆干旱气候影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
落后，是中国八大生态脆弱地区之一[1]。尤其自1978年以来，由于水资源过度攫取和耕
地无序扩张等人类活动影响，致使西北干旱区土地荒漠化、盐碱化和植被景观破碎化程
度加剧，生态系统退化明显，区域人地矛盾突出[2]。因此，如何缓解气候变化、资源禀赋
不足、政策变迁和自然灾害等外部压力对西北干旱区农业和乡村发展的制约，并实现人
地系统稳定运行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3-5]。而农户生计作为人类最重要的行为方式之
一，既是人地关系变化的重要响应，又是驱动人地系统演化的主导因素，影响着区域人
地关系的发展和走向，从而为微观尺度管窥西北干旱地区复杂人地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和
新工具[5,6]。

目前对农户生计的研究多集中于生计（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等）的空间分异[7,8]、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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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环境变化对生计的影响[9-11]、生计与土地利用的关系[12-14]、生计脆弱性与适应性评估[15,16]、
乡村旅游与农户生计[17,18]以及生计转型[19-21]等领域。其中，生计转型作为农户生计策略
（类型）的动态变化[22]，相关成果如Bhandari等研究认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经济资本
和乡村社区资源对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转型过程具有重要影响[23]；喻忠磊等研究表明乡村
旅游开发促使农业种植、采药与伐木等传统农业生计活动衰减，旅游经营、常年务工等
非农生计活动急剧增加，农户生计转向旅游专营型、旅游主导型、均衡兼营型和务工主
导型[18]。总体而言，当前对其研究多综合运用实地调查、描述统计和计量分析等手段，
聚焦于生计转型过程和前因（影响因素）分析命题，而对生计转型结果评估方面给予的
关注尚少，割裂了农户生计与人地系统之间的联系[6]。然而，生计转型作为农户响应人地
关系变化的关键选择，必然会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一系列影响，使生计-社
会-经济-生态之间形成复杂的反馈关系[6,22]。因此，有必要明确生计系统与人地系统之间
的复杂和隐含关系，揭示生计转型过程及其对社会生活、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影响。
从而实现生计转型研究从转型过程、驱动机制到转型结果的拓展，有助于全面解析区域
农户生计转型的发生机理。

社会-生态系统可以理解为人类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具有复杂性、非线性、不
确定性和多层嵌套等特性的耦合系统[24]，这与人地系统特征不谋而合，可解构为社会、
经济和生态 3个亚系统[25]。根据Ostrom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将农户视为行动者要
素，流域资源主要是流域内部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其既强调社会-生态系统运行过程（行
动者对资源的使用），也强调行动者利用资源后的结果（Outcomes），这为农户生计转型
结果（社会-生态效应）评估提供了思路[26]。然而，以往生计转型的效应研究主要关注于
单一生态系统范畴，如王成超等认为农户生计非农化会有效减少农户林地开荒等土地利
用行为，从而减轻对地表覆被的破坏程度，有利于山区生态环境的恢复与改善[27]；Perge
等发现生计策略非农化和多样化水平越高，对森林资源的利用程度就越低，从而有利于
森林植被的恢复[28]。而涉及社会、经济亚系统的研究尚少，散见于其他相关成果中，并
重点关注于对社会结构（主体性要素与社会关系网络） [29,30]和经济收入[31]等方面的影响，
而考察生计转型社会-生态综合效应的研究仍有待深入。

石羊河流域地处西北典型干旱区，生态环境脆弱，是中国水资源最为紧缺的内陆河
流域之一。21世纪以来，针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引发的生态问题，石羊河流域实施了
一系列以生态治理为核心的政策举措，成为推动流域人地系统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扰
动。并使农户面临耕地缩减、农业投入增加以及耕地有效灌溉程度降低等问题，促使单
一农业收入来源不足以维系生计持续发展，从而农户通过外出务工和发展新型农业拓展
生计，即迫使其采取生计转型策略以适应生态治理扰动，进而影响流域社会-生态系统运
行过程。鉴此，本文以石羊河流域为标靶，借鉴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可持续生计分析框
架，基于实地调查数据，刻画生态治理下农户生计转型路径，评估转型结果（社会-生态
效应），探究转型机理，以此为后续农户生计转型效应评估与机理探索相关研究提供借
鉴，并对促进西北干旱地区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石羊河流域位于甘肃省中部、祁连山北麓（101°22'E~104°04'E, 37°07'N~39°27'N）。

东南与白银、兰州两市相连，西北与张掖市毗邻，西南紧靠青海省，东北与内蒙古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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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接壤，流域面积为4.16万km2，多年平均降水量为207 mm，多年平均自产水资源量约
为 13.1亿m3，其行政区划包括武威市的古浪县、凉州区、民勤县全部及天祝县部分乡
镇，金昌市的永昌县和金川区全部以及张掖市肃南县部分乡镇。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
自西向东可分为三大区域：上游祁连山区、中游走廊平原区和下游绿洲农业区（图1）。

本文以《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颁布的2007年为参考，并选取2000年（生态治
理前）、2010年（生态治理初期）和2020年（生态治理后） 3个关键时间节点开展研究工
作。如表1所示，生态治理对该流域人地系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宏观尺度上看，社会
层面致使人口和劳动力要素不断流失，成为流域乡村“老年化”和“空心化”的重要原
因[32]；经济层面虽然促进流域整体经济（包括GDP和人均纯收入）持续增长，但也增加
了农业经济效益波动等不确定性风险；在生态层面，耕地总量下降，用水结构调整，地
表植被逐渐恢复，自然灾害频率降低，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农户对生态治理影响内容的
感知数据显示（表1），在微观尺度上，生态治理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农业投入
增加、设施农牧业发展、有效灌溉程度变化、外出务工人数增加、经济收入变化和耕地
缩减等。在生态治理多尺度扰动影响下，流域人地系统和农户生计都处于剧烈变化时
期，因而基于微观农户视角，探讨流域生计转型及其社会-生态效应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为流域可持续发展和生计福祉增进提供决策依据。
2.2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自农户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数据收集经历了 3 个阶段：① 2019 年 8
月，选取典型乡镇进行实地调查，主要通过乡村社区关键人物和政府工作人员访谈，了
解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治理概况，此次获得访谈录音11份；② 2020年10月，选取
下游东湖镇、苏武镇，中游高坝镇、黄花滩镇，上游哈溪镇开展农户调查，共发放问卷
175份，其中有效问卷160份，问卷有效率为92.49%，并获得访谈录音16份；③ 2021年

图1 研究区区位及调研样带
Fig. 1 Location of the research area and research trans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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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进行补充调研。首先根据团队 2015 年以来长期实地调研数据，结合流域自然资
源、环境变化和乡村发展等特征选取石羊河干流沿线33个乡镇为调研对象（样带）；其
次，根据乡镇面积大小，对面积较大的乡镇选择2个行政村，面积较小的乡镇选取1个行
政村，并使所选取样本点尽量均匀地分布于调研区域上；最后，在选取的行政村内部按
随机抽样选择6~8个农户作为调查对象，共计发放问卷295份，其中有效问卷292份，问
卷有效率达98.98% （图1）。因2019年和2020年石羊河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接近、问
卷调查内容一致，所以在问卷数据使用过程中对两期数据进行了直接合并，因黄花滩镇
不在此次研究区域内，排除后有效问卷数据共计 407 份。并对问卷进行效度和信度检
验，结果如下：Cronbach's Alpha值为0.676，KMO取样适切性量数为0.672，巴特利特球
形检验结果 sig=0.000，证明问卷各个变量数据内部一致性较高，变量设计合理。

问卷内容主要包括：① 家庭基本情况，包括人口规模、劳动力数量、外出人口数
量、经济收支情况；② 自然资本，包括耕地面积、水资源状况、设施农牧业情况等；
③ 物质资本，包括住房类型、牲畜资本量、家庭固定资产量等；④ 金融资本，包括借
贷机会、可借款人数等；⑤ 社会资本，包括邻里冲突、乡村社区支持类型、政府或村委
会任职情况等；⑥ 农户感知，包括生活满意度、基础设施满意度等；⑦ 生态足迹，包
括粮食、肉、蔬菜和汽油等一年的消耗量；⑧ 其他，包括农户对生态治理政策的认知、
生态治理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内容等。

3 研究内容与方法

3.1 农户生计类型划分标准
实地调查表明，石羊河流域农户存在 4种生计活动：传统农业活动，如种植小麦、

玉米等粮食作物和茴香、葵花等经济作物（以下简称“粮经作物”）；畜牧活动，如牛、
羊等的放牧（不包括设施牧业）；新型农业活动主要是设施农牧业，如温室大棚种植蔬
菜、暖棚养殖牛羊等；非农生计活动，包括常年外出务工、企事业单位工作、个体经营

表1 生态治理对石羊河流域人地系统和农户生计的影响
Tab. 1 Impact of ecological governance on the human-land system and farmers' livelihoods in the Shiyang River Basin

人地系统指标

总人口（万人）

农村劳动力数量（万人）

GDP（亿元）

人均纯收入（元）

耕地面积（万hm2）

有效灌溉面积（万hm2）

NDVI

机电井数量（眼）

用水结构（农业:生态:
工业:生活）

生态治理前

191.10

79.32

64.28

1884

25.97

19.65

0.36

14589

92.5:0.1:4.9:2.5

生态治理初期

191.83

85.28

228.77

3972

25.24

18.37

0.37

11918

87.7:2.5:6.5:3.3

生态治理后

182.78

83.96

488.26

11518

25.34

18.83

0.41

12584

83.8:9.3:2.7:4.2

农户生计感知

农业投入增加

设施农牧业发展

有效灌溉程度变化

外出务工人数增加

经济收入变化

耕地缩减

种植结构调整

减少放牧

移民搬迁

农户频数

185

160

124

99

99

77

58

39

1

占比（%）

63.36

54.80

42.47

33.90

33.90

26.37

19.86

13.56

0.34

注：人地系统指标中用水结构数据来源于《石羊河流域水资源公报》（2010—2020年）和《甘肃省水资源公报》

（2000年）（http://slt.gansu.gov.cn/），NDVI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

其他指标数据均来源于《武威市统计年鉴》（2000—2019年）（https://www.gswuwei.gov.cn/）；农户生计感知数据来源

于2021年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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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已有研究大多从兼业视角出发，从劳动力主要投入方向和各项收入占比界定农户生
计类型[5,33-35]。鉴此，本文根据识别出的石羊河流域 4种生计活动，定量考虑农户家庭收
入结构，定性分析农户劳动力投入方向，将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划分为5类：传统农业
主导型、畜牧主导型、传统非农型、新型农业型和非农主导型（表2）。

3.2 社会-生态效应评估
3.2.1 评估框架构建 根据Ostrom等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相关成果[26,36,37]，将农户生计
转型的社会-生态效应解构为社会、经济和生态3个维度，进而构建生计转型效应评估框
架（表3）。社会效应可以理解为农户生计转型对地方社会结构产生的影响。在社会效应
评估指标体系构建上，按照社会结构的定义：“社会结构就是社会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按
照一定的秩序所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网络”，以及社会结构构成的3个层面：要素构成形式
层面、规范体系层面和关系网络层面[29]，进行具体考量。其中，要素构成层面主要考虑
个体（农户）因素，选取生活满意度和集体记忆（在外部环境扰动下乡村社区成员维持
社会结构、功能稳定的能力[38]）两个指标描述；关系网络层面借鉴社会学研究范例[29,39]，
用社会关系网络和社区支持度表征；而根据实地调研结果，石羊河流域规范体系层面要
素多通过其他层面显现，且难以量化评估，所以在此不做专门考虑。经济效应可以理解
为农户生计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效果，即经济收入的变化，选取家庭总收入、传统

表2 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类型及划分标准
Tab. 2 Farmers' livelihood types and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in the Shiyang River Basin

农户生计类型

传统农业主导型

畜牧主导型

传统非农型

新型农业型

非农主导型

收入占比（%）

粮经作物
收入

70~100

0~20

20~70

0~20

0~20

畜牧养殖
收入

0~70

70~100

0~70

0~70

0~70

设施农牧
收入

0~50

0~50

0~50

50~100

0~50

非农
收入

0~20

0~20

20~70

0~20

70~100

劳动力主要投入方向

粮经作物种植

畜牧活动

粮经作物种植、非农生计活动

设施农牧业、粮经作物种植或
非农生计活动

非农生计活动

农户
数量
（户）

25

13

122

29

218

占比

（%）

6.14

3.19

29.98

7.13

53.56

表3 农户生计转型的社会-生态效应评估框架
Tab. 3 Social-ecological effect evaluation framework of farmers'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维度

社会

经济

生态

指标

生活满意度

社会关系网络

社区支持度

集体记忆

农户家庭总收入

传统农业收入

新型农业收入

非农业收入

生态足迹

指标描述

农户对当前生活的满意程度：非常不满意=1；不满意=2；一般=3；比
较满意=4；非常满意=5

遇到困难时能够帮助的人数

农户从乡村社区获得的支持类型数量

家庭常年外出人口数量

过去一年家庭所有收入总和（万元）

种植粮经作物获得的收入总和（万元）

设施农牧业获得的收入总和（万元）

从事外出务工、企事业单位工作、个体经营等非农业生计活动获得的
收入总和（万元）

农户为了维持自身生存而利用自然的量（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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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收入、新型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衡量。生态足迹是指利用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生存
而利用自然的量来评估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在农户生计转型的生态效应评估中得到
广泛应用[40]。
3.2.2 经济效应评估 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 DID）是计量经济学中用
于定量评估项目或公共政策实施效果的常用方法[41]，本研究引用双重差分模型定量评估
生态治理政策下农户生计转型产生的经济效应。计算公式如下[42]：

ZDID = [ ]E( )Yt|D = 1 -E( )Y
t '|D = 1 - [ ]E( )Yt|D = 0 -E( )Y

t '|D = 0 （1）

式中： ZDID 为双重差分估计量；Y为农户家庭经济收入；D代表农户生计方式：是（1）

否（0）发生转型；t代表生态治理后的时期； t ' 代表生态治理前的时期；E是数学期望。
3.2.3 生态效应评估 生态足迹可以有效地测度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43]。基于
农户调查数据，获取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产、生活资源消耗量，进而计算出各类型农户
生态足迹，并进行比较分析，从而达到评估农户生计转型生态效应的目的。计算公式
如下：

EF =∑
j = 1

6

Rj × Aij （2）

式中：EF为户均生态足迹量； Aij 为第 i种消费项目占用的第 j种生物生产型土地面积，

主要考虑耕地、草地、水域、林地、建筑用地、能源用地（包括汽油、柴油和煤炭等消
费项目） 6种土地类型； Rj 为第 j种生物生产型土地的均衡因子，采用全国平均值[44]。

3.3 生计转型影响因素分析
3.3.1 影响因子选取 已有成果表明[18],[19]26,[45,46]，农户生计转型过程受多重因素影响。根据
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农户行为由动机和意图激发，但受两方面因素制约：一是资源的稀
缺程度，即农户所拥有的资源，拥有更多资源的农户更易于达成目的，实现生计转型，而资
源稀缺的农户则较难或不可能实现生计转型的目标[46]。这与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核
心内容不谋而合，其用生计资本衡量农户所拥有的资源[47]。二是政策制度，其通过支持或
限制农户行为，从而对农户行动前的考量和行动后的结果产生影响，促使农户生计行为发
生转变，并影响着农户所选择生计行为的可持续性[46]。另外，在政策制度和资源之下，还需
要关注农户对于资源和政策制度等信息获取和利用的能力，其构成农户生计活动选择的知
识基础。乡村社区作为行动者主体形成的集合，是农户获得信息的重要来源，其通过与社
区内部其他主体之间的经验交流、参与乡村社区组织等，构成作为理性选择的重要信息基
础。基于上述分析，并结合研究区域地理环境特征，从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
资本、社会资本、地理区位和认知能力7个维度选取了影响农户生计转型的25个可能因子
（表4）。
3.3.2 数据标准化 为消除生计转型影响因子不同量纲对分析结果的影响，选择极差标准
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因不对其进行综合计算，故在标准化时不考虑因子
向性，统一使用正向标准化公式。计算公式如下：

Vij =
Xij -min(Xi)

max(Xi)-min(Xi)
（3）

式中： Xij 为原始数据； max(Xi) 和 min(Xi) 分别为第 i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Vij 为

标准化后的无量纲数据。
3.3.3 影响因子辨识 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是一种概率非线性回归模型，其在确定多分
类变量影响因素时有良好的解释率。根据识别出的两条农户生计转型路径：① 传统农业
主导型生计转向传统非农型、新型农业型和非农主导型生计；② 传统非农型生计转向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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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主导型生计，将25个可能的影响因子分别引入2个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中。其中，前
者选取传统农业主导型、传统非农型、新型农业型和非农主导型为因变量，设定 y的取
值范围为[0,3]，并选择传统农业主导型为参照类别 y0；后者选取传统非农型和非农主导
型为因变量，设定 y 的取值范围为[0,1]，并选择传统非农型为参照类别 y0。计算过程
如下：

表4 农户生计转型的影响因子
Tab. 4 Impact factors of farmers'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维度

人力资本

自然资本

物质资本

金融资本

社会资本

地理区位

认知能力

影响因子

劳动力数量

劳动力受教育年限

家庭抚养比

培训机会

耕地面积

耕地质量

有效灌溉程度

住房类型

固定资产量

牲畜资本量

借贷机会

收入多样性指数

家庭总收入

经济能力

邻里冲突

社区支持度

帮助人数

权利邻近度

可达性

距县城距离

海拔高度

社区参与

社区学习

政府应灾能力

政策认知

因子释义及单位

家庭拥有劳动力总量

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无劳动力成员占家庭总人数比例

家庭成员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次数

拥有确权耕地面积（hm2）

耕地质量：很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很好=5

农作物有效灌溉程度：基本没有=1；较少=2；一般=3；
较多=4；全部灌溉=5

纯木房=1；土木房=2；土砖房=3；砖瓦结构=4；混凝土
结构=5

拥有固定资产数量

拥有大型牲畜（牛、羊、马）数量

是否能从银行获得贷款：否=0；是=1

收入来源的多样化程度，利用收入多样性指数公式：EI=

∑
i = 1

n

Xi ln( )1 Xi 计算，其中EI为收入多样性指数，Xi为某一

收入来源占总收入的比例

过去一年家庭总收入（万元）

过去一年家庭财务储蓄（万元）

乡村社区邻里冲突状况：基本没有=1；冲突较少=2；一
般=3；冲突较多=4；冲突很多=5

从乡村社区获得的支持类型数

面临经济困难时可帮助人数：基本没有=1；较少=2；一
般=3；较多=4；很多=5

家中是否有人在政府单位或村委会任职：否=0；是=1

距县道的距离（km），利用百度地图APP获得

距县城的时间距离（小时）

海拔高度（m），利用手机GPS定位获得

家庭成员参加乡村集体会议的次数：基本没有=1；偶尔
参加=2；一般=3；参加较多=4；参加很多=5

乡村社区内部务工与务农经验交流的频率：基本没有=
1；较少=2；一般=3；较多=4；很多=5

政府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很低=1；较低=2；一般=3；
较高=4；很高=5

生态治理政策对农户的影响程度：基本没有=1；影响较
小=2；一般=3；影响较大=4；影响很大=5

平均值

3.03

9.23

0.35

0.54

0.75

1.64

4.30

2.83

5.95

12.25

0.81

0.76

10.28

2.94

1.37

2.40

2.23

0.15

3.41

1.08

1586.83

3.75

3.45

3.28

2.44

标准差

1.07

3.21

0.22

1.02

0.64

2.40

1.41

0.91

1.29

25.47

0.39

0.34

6.46

4.18

0.66

0.75

1.15

0.36

3.46

0.90

367.84

1.26

1.08

0.98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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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的条件概率为：

Pm = Pæ
è

ö
ø

y = m
x

=
Exp(β0m + β1m x1 + β2m x2 +… + βnm xn)

1 + Exp(β0m + β1m x1 + β2m x2 +… + βnm xn)
（4）

Logistic回归模型为：

ym = Logit(Pm) = lnæ
è
ç

ö
ø
÷

Pm

1 -Pm

= β0m + β1m x1 + β2m x2 +… + βnm xn （5）

式中：P为农户生计从传统农业主导型转向传统非农型、新型农业型和非农主导型的概
率，或从传统非农型转向非农主导型的概率； x1、x2,…,xn 为生计转型的影响因子，

β1m、β2m ,…,βnm 为回归待定系数，其表示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大小，当回归系数大

于零且统计性显著，表示相对于参考类别，解释变量 x值的增加与类别m的出现呈现正
相关关系，系数越大，该变量的贡献越大；反之，解释变量 x值的增加与类别m的出现
为负相关，系数越大，该变量的贡献越大；当统计性不显著时，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作
用在统计上与零无异，可以去除。

4 结果分析

4.1 农户生计转型路径
在生态治理前，农户生计活动主要以种植小麦、玉米、茴香和黑瓜籽等传统粮经作

物为主，但也存在部分农户以打零工维持生计，传统农业主导型和传统非农型农户占比
分别为49.63%和31.94%；在生态治理初期，农户通过外出务工或就地打零工方式拓展生
计，逐渐转向传统非农型和非农主导型生计，占比分别为36.85%和34.89%；在生态治理
后，农户生计以外出务工、企事业单位工作和个体经营等非农业活动为主，非农主导型
农户占比为53.56%。如图2所示，在生态治理过程中，传统农业主导型农户数量持续下
降（202→97→25）；非农主导型（63→142→218）和新型农业型（0→7→29）农户数量
持续上升；而传统非农型农户数量先增后降（130→150→122）；畜牧主导型农户数量则
基本保持不变（12→13→13）。

为进一步识别生计转型路径，将农户生计转型过程划分为P1和P2两个阶段（图3）。
在P1阶段，生计转型的主要方式有“传统农业主导型→传统非农型”“传统农业主导型
→非农主导型”和“传统非农型→非农主导型”3种；在P2阶段，生计转型的主要方式
有“传统农业主导型→传统非农型”“传统农业主导型→新型农业型”“传统农业主导型
→非农主导型”和“传统非农型→非农主导型”4种。可见，生态治理下石羊河流域农
户生计转型过程呈现发散和聚合两种模式：一是从传统农业主导型生计发散向新型农业
型、传统非农型和非农主导型生计；二是从传统农业主导型和传统非农型生计聚合向非
农主导型生计。

综上所述，基于生态治理前后生计类型比较、转型农户数量（规模）及其发散与聚
合特征，可将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转型路径总结为两种：Ⅰ型生计转型路径和Ⅱ型生计
转型路径，前者主要是由传统农业主导型生计发散向传统非农型、新型农业型和非农主
导型生计；后者主要是从传统非农型生计转向非农主导型生计。
4.2 生计转型的社会-生态效应
4.2.1 社会效应 Ⅰ型农户生计转型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整体为负向。首先，据访谈了解，
农户生计从传统农业主导型转向传统非农型、新型农业型和非农主导型的过程中，所面
临务工机会减少、务工工资拖欠和新型农作物市场波动等不确定性增加，造成生活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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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降低，分别下降 0.29、0.34 和 0.21。其次，虽然生计转型致使社会关系网络不断拓
展，分别增加 0.43、0.30和 0.39，但农户从所在乡村社区获得的支持度却不断减少，分
别下降 0.15，0.23和 0.12，对维持本地社会结构的稳定并没有积极贡献。最后，农户生
计转型促使家庭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分别增加1.23人、0.49人和1.64人，改变了社
会结构的主体性要素及其构成形式，对流域社会结构的稳定产生较强烈的冲击（表5）。

Ⅱ型农户生计转型的社会效应也呈现负向，但负向效应仅表现在集体记忆方面。在
传统非农型生计转向非农主导型生计的过程中，生活满意度、社会关系网络和社区支持
度变化幅度很小，变化量分别为0.08、-0.03和0.03。而家庭流动人口数量变化较大，平

图2 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转型路径
Fig. 2 The transformation paths of farmers' livelihood in the Shiyang River Basin

图3 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转型路径模拟
Fig. 3 Simul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path of farmers' livelihoods in the Shiyang River Basin

830



3期 唐红林 等：生态治理下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转型路径、效应及机理

均增加了0.42人，即Ⅱ型农户生计转型亦促使流域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强，从而使社会结
构趋于不稳定（表5）。
4.2.2 经济效应

（1）Ⅰ型生计转型路径。以传统农业主导型农户作为对照组，以传统非农型、新型
农业型和非农主导型农户分别作为控制组，将其经济收入引入构建的双重差分模型中，
计算结果如表6所示。

农户生计从传统农业主导型转向传统非农型的过程中，家庭总收入、非农业收入呈
现显著正向效应，分别增加4.57万元、4.68万元；对新型农业收入产生正向效应，增加
0.62 万元，而对传统农业收入产生负效应，减少 0.65 万元。在转向新型农业型的过程
中，家庭总收入、非农业收入和新型农业收入均呈现显著正向效应，分别增加 2.91万
元、1.89万元和4.42万元，而传统农业收入则显著减少，减少幅度为3.35万元。在转向
非农主导型的过程中，对家庭总收入和非农业收入呈现显著正向效应，分别增加5.83万
元和8.86万元；而对传统农业收入呈现显著负向效应，减少2.81万元；对新型农业型收
入也呈现负向效应，减少0.18万元，但负向效应程度不显著。可见，Ⅰ型生计转型显著
增加了总体经济收入和非农业收入，却促使传统农业收入显著减少。新型农业收入仅在
转向新型农业型生计时显著增加，而在转向传统非农型和非农主导型生计的过程中变化
不显著。

（2）Ⅱ型生计转型路径。以传统非农型农户为对照组，以非农主导型农户为控制
组，将其经济收入引入建立的双重差分模型，计算结果如表7所示。

农户生计从传统非农型转向非农主导型的过程中，对家庭总收入的正向效应不显

表5 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转型的社会效应
Tab. 5 Social effects of farmers′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in the Shiyang River Basin

变量

生活满意度

社会关系网络

社区支持度

集体记忆

A

3.95

0.86

2.53

0.73

B

3.66

1.29

2.38

1.95

C

3.61

1.17

2.3

1.22

D

3.74

1.26

2.41

2.37

B-A

-0.29

0.43

-0.15

1.23

C-A

-0.34

0.30

-0.23

0.49

D-A

-0.21

0.39

-0.12

1.64

D-B

0.08

-0.03

0.03

0.42

变量向性

+

+

+

-
注：A、B、C和D分别代表传统农业主导型、传统非农型、新型农业型和非农主导型农户；表头中“-”指减

号运算符。

表6 石羊河流域 I型农户生计转型的经济效应
Tab. 6 Economic effects of type I farmers′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path in the Shiyang River Basin （万元）

家庭总收入

传统农业收入

非农业收入

新型农业收入

SD

A-E

4.12

3.01

0.30

0.78

B-F

8.69

2.35

4.98

1.40

C-G

7.03

-0.35

2.19

5.20

D-H

9.95

0.20

9.16

0.60

ZDID

(B-F)-(A-E)

4.57(3.98)***

-0.65(0.97)

4.68(7.95)***

0.62(1.86)

(C-G)-(A-E)

2.91(2.33)*

-3.35(-3.90)***

1.89(3.13)**

4.42(8.14)***

(D-H)-(A-E)

5.83(4.35)***

-2.81(-7.79)***

8.86(7.52)***

-0.18(-0.81)

注：A、B、C和D分别代表生态治理后的传统农业主导型、传统非农型、新型农业型和非农主导型农户；E、

F、G和H分别代表生态治理前的传统农业主导型、传统非农型、新型农业型和非农主导型农户；“-”指减号运算

符；括号内的值表示T检验结果；*、**、***分别代表在P<0.05、P<0.01、P<0.001水平上差异性显著；SD （Sim-

ple difference）指农户经济收入的初次差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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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增加1.59万元；对非农业收入正
向效应显著，增加4.76万元；而对传
统农业收入和新型农业收入产生显著
负向效应，分别减少2.16万元和1.06
万元。可见，Ⅱ型生计转型对农户总
体经济收入没有显著贡献，却促使收
入结构的调整，表现为农业收入减少
和非农收入增加。
4.2.3 生态效应 各类农户户均生态
足迹的计算结果如表 8 所示，农户在
生计转型过程中（包括Ⅰ型转型路径
和Ⅱ型转型路径），对耕地、水域、草地
和建筑用地的影响显著下降，而对林
地和能源用地的依赖程度逐渐提高。
总体上看，农户户均生态足迹的数量关系为：传统农业主导型（47.416 hm2）>传统非农型
（27.775 hm2）>非农主导型（15.341 hm2）>新型农业型（14.113 hm2），表明生计转型促使农户
对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显著减弱，即生计转型有利于流域生态环境的改善，产生正向
生态效应。

4.3 农户生计转型的影响因素
4.3.1 Ⅰ型转型路径影响因素 将4种农户生计类型与25个候选变量引入多项Logistic回
归模型中，结果如表9所示。地理区位（海拔高度）、自然资本（耕地面积）、物质资本
（牲畜资本量）、认知能力（政策认知）和金融资本（家庭总收入、收入多样性指数、经
济能力）是影响农户Ⅰ型生计转型的主要因素。

其中，海拔高度、家庭总收入和经济能力对生计转型具有正向作用。首先，随着海
拔不断升高，农户所拥有的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且多以坡耕地为主，破碎化程度较高，
而且受气候、土壤条件等制约，农作物产量低，因而农业效益远低于海拔较低的平原区
和绿洲农业区，传统农业活动难以支撑农户生计的发展，所以农户更倾向于选择外出务
工的方式拓展生计，易于转向传统非农型和非农主导型生计。其次，传统农业主导型、
传统非农型和非农主导型农户的家庭总收入分别为5.45万元、9.86万元和10.80万元，因

表7 石羊河流域Ⅱ型农户生计转型路径的经济效应
Tab. 7 Economic effects of type Ⅱ farmers′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path in the Shiyang River Basin （万元）

家庭总收入

传统农业收入

非农业收入

新型农业收入

SD

I-K

7.39

2.21

3.51

1.67

J-L

8.98

0.06

8.27

0.60

ZDID

（J-L)-(I-K)

1.59(0.87)

-2.16(-5.41)***

4.76(3.12)**

-1.06(-2.30)*

注：I、J分别代表生态治理后的传统非农型和非农主导型农

户；K、L 分别代表生态治理前的传统非农型和非农主导型农

户；“-”指减号运算符；括号内的值表示 T 检验结果；*、**、

***分别代表在P<0.05、P<0.01、P<0.001水平上差异性显著；SD

（Simple difference）指农户经济收入的初次差分结果。

表8 石羊河流域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态足迹
Tab. 8 Ecological footprint of farmers with different livelihood types in the Shiyang River Basin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能源用地

建筑用地

总和

传统农业主导型

生态足迹
（hm2）

42.937

4.217

0.019

0.004

0.239

0.133

47.416

占比
（%）

50.08

23.71

27.14

33.33

23.11

27.03

传统非农型

生态足迹
（hm2）

22.717

4.800

0.017

0.004

0.237

0.121

27.775

占比
（%）

26.49

26.99

24.29

33.33

22.92

24.59

新型农业型

生态足迹
（hm2）

10.204

3.596

0.023

0.002

0.288

0.121

14.113

占比
（%）

11.9

20.22

32.86

16.67

27.85

24.59

非农主导型

生态足迹
（hm2）

9.887

5.171

0.011

0.002

0.270

0.117

15.341

占比
（%）

11.53

29.08

15.71

16.67

26.11

2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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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两者能够支配更丰富的经济资源，并具有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从而促使农户基于
经济理性，选择将劳动力投入非农生计活动，或同时投入传统农业活动和非农生计活
动，发生生计转型。此外，由于温室大棚、养殖暖棚等建设需要较高的经济投入，所以
当传统农业主导型农户能够动用的资金（经济能力）较多时，多选择从事设施农牧业，
因为新型农业活动经济效益大于传统农业活动。

耕地面积、牲畜资本量和政策认知对生计转型具有负向作用。首先，耕地面积越
大，农户从传统农业中获得的经济效益就越高，从而促使农户将劳动力投入传统农业活
动中，降低了向其他生计转移的可能。其次，养殖收入是传统农业主导型农户的重要收
入来源之一，也是其通过多样化手段规避外部风险扰动的重要选择，因而农户在以传统
农业种植为主的生计前提下，更愿意将剩余劳动力投入牲畜养殖活动中，从而阻碍生计
转型过程。此外，政策认知反映生态治理对农户的影响程度，而传统农业主导型农户的
政策认知水平最高。生态治理促使该类农户面临耕地缩减、灌溉水资源成本增加等问
题，从而降低其农业效益，推动生计转向传统非农型与非农主导型；而政府对节水设施
农业的提倡，并适时引导该类农户发展西红柿、辣椒等设施大棚，以及养殖牛、肉羊等
设施暖棚，拓展了农户生计，促使生计转向新型农业型。

收入多样性指数对生计转型既有正向也有负向作用。因传统农业主导型农户收入来
源较少，在自然灾害、农作物市场波动等外部冲击下较难维系自身生计的稳定，因而农
户多通过多样化手段来规避风险，易于转向传统非农型。而非农主导型农户收入来源较
传统农业主导型更为单一（两者收入多样性指数分别为2.70和3.05），因而阻碍生计转向
非农主导型。
4.3.2 Ⅱ型生计转型路径影响因素 将2种农户生计类型和25个候选变量引入Logistic回
归模型中，结果如表10所示。家庭抚养比（人力资本）、耕地面积（自然资本）、社区学
习（认知能力）和收入多样性指数（金融资本）是影响农户Ⅱ型生计转型路径的主要因
子，并且均呈现负向作用。

首先，在抚养比较高的家庭，因需照顾无劳动人员，农户很难采取长期外出务工的
生计策略，生计选择更多偏向于当地打零工，因而多成为传统非农型生计。其次，耕地
面积越大，农户从土地上获得的效益就更大，传统农业活动对农户生计的支撑能力较
强，因而生计较难完全转向非农主导型。再次，当乡村社区经验交流增多时，农户对于

表9 I型农户生计转型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Tab. 9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type I farmers′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path

变量

截距

海拔高度

耕地面积

牲畜资本量

政策认知

家庭总收入

收入多样性指数

经济能力

传统非农型

系数

-0.85

18.50

-5.77

-9.28

-2.74

19.58

6.80

-0.88

Wald

0.02

3.96

4.59

3.93

2.73

4.35

6.09

0.04

Sig.

0.902

0.047

0.032

0.047

0.099

0.037

0.014

0.838

新型农业型

系数

1.59

13.07

-12.89

-5.05

-4.65

6.92

-3.35

12.25

Wald

0.05

1.89

7.22

0.85

5.91

0.39

1.10

4.96

Sig.

0.826

0.169

0.007

0.356

0.015

0.530

0.295

0.026

非农主导型

系数

8.91

15.60

-9.61

-11.60

-3.62

23.54

-10.16

2.94

Wald

1.67

2.81

7.65

5.39

4.36

6.04

10.71

0.41

Sig.

0.196

0.094

0.006

0.020

0.037

0.014

0.001

0.525

注：（1）表中加粗字体表示显著性水平P < 0.1；（2）样本量n=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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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信息的掌握程度和对外部风险的
认知程度更高，使其生计选择将持更
加审慎的态度，从而阻碍生计转型过
程。此外，非农主导型农户虽能获得
更高的家庭收入，但其在外部冲击下
维系自身生计稳定的能力也较弱，而
传统非农型农户则可以通过多样化手
段规避风险，因而收入多样性指数也
阻碍生计转向非农主导型。
4.4 农户生计转型机理

根据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以
微观个体行为为基础的理性选择可以为宏观层面的社会行动给出合理性解释[37,46]。因此，
本文结合上述实证分析结果，基于“前因（影响因素）—转型过程—转型结果（社会-生
态效应）”逻辑，引入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并综合考虑石羊河流域特征与相关研究成
果[18],[19]32，选择从地理环境、政策制度、农户理性和转型结果4个方面解析农户生计转型
机理。
4.4.1 地理环境 石羊河流域下游绿洲灌溉农业区由于人口密度较低，户均耕地面积大，
光照充足，而且低海拔高度使得有更利于农作物生长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农业效益相对
较高，传统农业生计活动对农户生计的支撑能力强，所以农户生计多成为传统农业主导
型和传统非农型生计。中游平原地区靠近武威市区，人口密度高，耕地面积较少，土壤
条件较好，加之较发达的经济水平和相对较高的城镇化水平，使得更易形成非农主导型
和新型农业型生计。而上游祁连山区海拔较高，沟壑纵横，为雨养农业区，其间耕地以
坡耕地为主且面积小，农业生产效益低，所以易于形成非农主导型生计；而适宜牧草生
长的土壤环境却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容易形成长期稳定的畜牧主导型生
计。可见，地理环境差异导致的资源分布不均是农户生计活动空间差异和生计转型的重
要前提。
4.4.2 政策制度 水土资源是影响石羊河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关键因
素，而生态治理对水土资源影响显著。其中，对土地资源的影响主要是大规模“退耕还
林”和“关井压田”，致使农户拥有的耕地资源持续下降，因而从农业中获得的经济效益
也不断减少。对水资源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关闭机电井，实施灌溉水资源定量配
给，降低了农户有效灌溉程度，对中下游农业区依赖水资源灌溉的农户产生压力；二是

“水权改革”，在灌溉定额内，农户生产用水价格较低，超过灌溉定额后，则收取更高价
格，并且自生态治理以来，水价呈快速上升趋势，致使农户农业投入越来越高。严格的
生态治理政策与农户生存和发展需求产生矛盾，使其被迫寻求新的替代性生计方式，易
于转向传统非农型和非农主导型生计。苏武镇×××村村支书：“我们村关井压田关掉了9
眼井，目前还剩下7、8眼，村集体土地压掉了1200亩……现在政府要求的有效灌溉面积

是人均 2.5 亩，每亩地一年灌 4 个水 （4 次水），水价弄的高，农民种地纯粹就掏了水费

了，农业效益低，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同时，随着水土资源的减少，为了实现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发展，政府大力支持农户
发展设施农牧业，并给予相应补贴，如补贴修建温室大棚、养殖暖棚等的费用。从而促
使农户选择发展设施农牧业，形成较为稳定的新型农业型生计。双茨科镇×××村村长：

“……种西红柿的话，毛收入在两万左右，纯收入一万五左右。大棚种植蔬菜经济效益还

表10 Ⅱ型农户生计转型Logistic回归结果
Tab. 10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of type Ⅱ farmers′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path

非农主导型

变量

截距

家庭抚养比

耕地面积

社区学习

收入多样性指数

系数

9.24

-3.15

-5.53

-1.95

-17.29

Wald

15.73

4.40

2.79

4.10

45.22

Sig.

0.000

0.036

0.095

0.043

0.000

注：（1）表中加粗字体表示显著性水平P < 0.1；（2）样本量

n=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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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大坝镇副镇长：“……像这几年，百姓种植人参果，一亩地的收入差不多一万块

钱，比起一般的传统大田作物，一亩顶十亩。”

综上所述，生态治理政策成为促进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转型的重要起因。
4.4.3 农户理性

（1）经济理性推动Ⅰ型农户生计转型过程。基于实证分析结果，在农业投入增加、
耕地缩减以及地理条件制约等影响下，传统农业效益远低于外出务工效益，所以农户基
于经济理性，选择外出务工拓展生计，生计方式逐渐转向传统非农型和非农主导型。而
凉州区大柳镇、高坝镇，民勤县苏武镇、双茨科镇等乡镇，由于靠近市、县城区且土壤
条件较好，又得到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所以发展单位效益高于传统农业的温棚种植
业，促进农户生计从传统农业主导型转向新型农业型。泉山镇×××村村支书：“……日光

温室（种植）增加了我们的收入，但是现在整体农业（作物）的效益不好，销售的路子

也不好，水价又很高，种植成本变得越来越高，现在出去打工的越来越多了。”

可见，经济理性促使农户生计从传统农业主导型转向传统非农型、新型农业型和非
农主导型。

（2）社会理性阻碍Ⅱ型农户生计转型过程。虽然非农主导型农户收入高于传统非农
型农户（分别为10.10万元、8.96万元）（仍然存在经济理性的吸引），但由于传统非农型
农户拥有更高的家庭抚养比，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计转向非农主导型。蔡旗
乡×××村农户：“现在父母亲岁数都大了，留在家里不放心，（因此） 不敢到远的地方打

工，就闲了（农闲时）出去打些零工，地里忙了回来种地……”

乡村社区农户经验交流越多，资源信息的获取能力也就更强，同时对于外部风险的
认知也就越深刻，所以农户会更加审慎地进行资源配置，这时农户生计转型并不是基于
利益最大化，而是在众多因素权衡之中求出“满意解”，即基于社会理性做出决策。所以
农户选择将劳动力同时投入传统农业生计活动和非农生计活动，既能增加家庭收入，也
能规避外部风险。东坝镇×××村农户：“……现在外头打工 （外出打工） 活也不好找了，

我家地也比较多，种地也能有些收入，再就闲了出去打些工，收庄稼了再回来。”

同时，在调查区域还存在一定数量农户，其生计特征为：父母在家务农，孩子在外
务工（一般为企事业单位工作）。该类农户父母年龄在50~60岁，地方依恋性强，不愿随
子女生活，而且认为在家务农能够减轻子女的经济负担。红沙梁镇×××村农户：“娃们大

学毕业后就留在兰州上班了，不愿意回来，现在也结婚了，去年买了房……，现在城里

生活消费高，我和他妈妈两个人在家种些地也能减轻他们的负担。”

可见，在Ⅱ型生计转型路径下农户并不是基于经济理性决策，而受社会理性支配的
程度更高。
4.4.4 生计转型结果（效应）影响后续区域发展的管理决策和农户生计选择 农户生计转型
持续影响着流域社会-生态系统演化方向和路径，主要体现为社会结构趋于不稳定，经济
收入变化和生态环境改善。而生计转型产生的社会-生态效应也会给政策制定者和农户提
供一个反馈，政府通过继续执行或改变政策措施（如针对生计转型过程中常年外出人口
数量增加导致乡村“空心化”和“老年化”等社会问题显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开展“合村并居”项目等；而随着生态环境逐步得到改善，产生正向影响，从而进一步
推进生态治理等），持续对农户生计产生外部影响；农户也会基于转型结果做出后续生计
选择（如通过外出务工拓展生计，产生正向经济效应，因而在后续的生计选择中可能会
继续增加非农生计活动劳动力投入，促进生计进一步转型等），从而影响农户生计转型的
稳定性和生计选择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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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分析，生态治理下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转型机理可总结如下：流域内部地
理环境差异导致的资源分布不均是农户生计转型的前提条件，政策制度的变化为农户生
计转型提供了推力，并影响农户生计转型过程，两者共同从宏观尺度对行动者要素（农
户）生计活动选择产生影响。农户基于社会理性和经济理性选择生计活动，成为农户生
计转型的微观动因。在农户生计转型发生后，转型结果（社会-生态效应）又会对政策制
定者和农户产生反馈，影响后续区域发展的管理决策、农户生计转型过程及生计选择的
可持续性（图4）。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1）石羊河流域农户存在 2种生计转型路径：Ⅰ型生计转型路径和Ⅱ型生计转型路

径，前者主要是由传统农业主导型生计发散向传统非农型、新型农业型和非农主导型生
计；后者主要是从传统非农型生计转向非农主导型生计。而畜牧主导型生计并未发生转
型，基本保持稳定。

（2）农户生计转型社会-生态效应评估结果表明：① 生计转型促使流域社会结构趋
于不稳定，表现为生活满意度下降，农户跨越局域拓展社会关系网络而弱化了本地乡村
社区支持度，以及集体记忆主体的流失。② 经济效应产生分化，其中，Ⅰ型生计转型
显著增加了家庭总收入和非农业收入，却显著减少了传统农业收入，新型农业收入则仅
在转向新型农业型生计时显著增加，而在转向传统非农型和非农主导型生计过程中该项
收入变化不显著；Ⅱ型生计转型显著增加了非农业收入，却减少了传统农业收入和新型
农业收入，促使农户收入结构调整，而总体经济收入效应并不显著。③ 生计转型促使
农户户均生态足迹降低，从而减弱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形成正向效应。

（3）地理区位（海拔高度）、自然资本（耕地面积）、物质资本（牲畜资本量）、金融
资本（经济能力、家庭总收入和收入多样性指数）和认知能力（政策认知）是影响农户
生计从传统农业主导型转向传统非农型、新型农业型和非农主导型的主要因素；人力资

图4 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转型机理
Fig. 4 Mechanism of farmers'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in the Shiyang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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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庭抚养比）、自然资本（耕地面积）、认知能力（社区学习）和金融资本（收入多
样性指数）是影响农户生计从传统非农型转向非农主导型的主要因素。

（4）流域内部地理环境差异导致的水资源、耕地资源等分布不均是农户生计转型的
前提条件，政策变迁为农户生计转型提供了推力，两者共同从宏观尺度对农户生计活动
选择产生影响。农户基于社会理性和经济理性选择生计活动，成为生计转型的微观动
因。在生计转型发生后，转型结果（社会-生态效应）又会对政策制定者和农户提供反
馈，从而影响后续区域发展的管理决策、生计转型过程以及生计选择的可持续性。
5.2 讨论

（1）生计转型作为农户响应人地关系变化的重要选择，深刻影响着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和生态环境变化过程。以往研究在生计转型路径、影响因素分析以及转型结果评估等
领域均产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成果，但仍缺乏对生计转型的整合性研究，因而对农户生
计演变规律和演变机制的认识存在局限性。鉴此，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

“外部扰动—农户生计转型—转型结果（社会-生态效应）评估—转型机理探究”的研究
逻辑，并以石羊河流域为研究对象，对农户生计转型进行系统性研究。同时，引入社会
学理性选择理论，基于“局内人”尺度与行动者（农户）视角，结合农户“经验描述”，
全面探讨了农户生计转型机理。有助于深化西北典型干旱区域生计转型特征，把握生计
转型规律，可为乡村转型发展、乡村振兴研究提供科学借鉴。

（2）以往对农户生计转型结果的评估主要以土地利用/覆被、能源消费等生态系统服
务变化为中介，重点关注生计转型的生态效应，而对经济和社会效应的关注有限。因
此，本文将石羊河流域视为局域社会-生态系统，并将农户生计转型作为流域社会-生态
系统运行的内部扰动，借鉴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从社会、经济和生态3个维度建立
了农户生计转型结果评估框架，是对生计转型与社会-生态系统关联研究的一次尝试，深
化了对农户生计转型综合效应的理解。但由于农户生计与社会-生态系统互动过程的复杂
性，涉及要素众多，所以难免管中窥豹。未来研究应对生计转型社会-生态效应评估指标
体系的补充与完善，农户生计与社会-生态系统关联的因果关系、作用机制等方面给予关
注。

（3）在乡村振兴战略等促进乡村发展的政策持续推进背景下，乡村人口和劳动力逐
渐回流，开始显现出从非农化、兼农化生计向农业专业化生计转变的趋势，其发生机理
与本文识别出的转型路径存在异质性，后续研究中应当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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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s, effects and mechanism of farmers'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in the Shiyang River Basi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ical governance

TANG Honglin1, CHEN Jia1,2, LIU Qian3, YANG Xinjun1,2, ZHANG Xiaowen1,2,YE Wenli1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2. Shaanxi Key
Laboratory of Earth Surface System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Xi'an 710127, China; 3. Key

Laboratory of Surface Process and Environment Remote Sensing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n the farmers′ livelihood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 human-land relationship in the arid region of Northwest China from a microscopic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social- ecological systems (SESs) theory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nalysis framework (SLA), we take the Shiyang River Basin transect as the field survey object,
and use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model, Ecological footprint method and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describe the transformation paths of farmers′ livelihoo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ical governance, evaluate the transformation outcomes (socio-ecological
effects), and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The main conclusions include: First, there
are two paths of farmers′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in the Shiyang River Basin: Type I and type
II. Type I mainly diverges from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led type to the traditional non-
agricultural type, new agricultural type and non-agricultural type, while type II mainly shifts
from the traditional non- agricultural type to the non- agricultural- led type. Second, farmers′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mak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basin unstable, which is manifested
by the decline of life satisfaction, the weakening of the support of local rural communities by
farmers who expand their social network across the local area, and the loss of collective
memory. The economic effects are differentiated, among which, type I path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total household income and non-agricultural income, but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income, while the new agricultural income only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when it turns to the new agricultural livelihood; type II path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non-
agricultural income, but reduced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income and new agricultural income,
and promoted the adjustment of farmers′ income structure, but the increase of total household
income was not significant.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has reduced farmers′ ecological
footprint, thus weakening the impact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ird, geographical
location, cognitive ability, natural capital, physical capital and financial capital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ype I path, and human capital, natural capital, financial capital and cognitive
ability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ype II path. Last,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policy change are important prerequisites and causes of farmers′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and
affect the process of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from a macro scale. Rational choice of farmers
is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micro) of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utcomes
(socio-ecological effects) will provide a feedback to policy makers and farmers, and influence
farmers′ subsequent livelihood choices and management decisions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Keywords: ecological governance; social- ecological effect;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mecha-
nism;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 Shiyang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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